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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2—2018年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

运用网络 SBM 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试验区生态

文明建设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

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该政策存在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

现并不断增强。(3)该政策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源头生产阶段，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

末端治理阶段，显著抑制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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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但与此同时，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敲响了生态

警钟，“雾霾围城”“蓝藻水华”等环境污染现象频繁爆发[1]。虽然近十年来，中国每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高达 GDP 的 10%，

但若继续走粗放型生产模式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依照目前的治理技术水平，环境改善的拐点何时来临仍未可知[2]。日益严峻的

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可喜的是，党和政府对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为了避免经济发

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位

置
[3]
。只有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化解工业文明理念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对抗，实现从“用环境换经济发展”到“用经济发

展优化环境”，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福建省、江西省、贵州省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积极开展各项整治活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大气污染治理方

面，实践结合相关学者的理论研究，发现大气污染难根治、易反复的根源在于大气污染物易聚集在排放源所在的“空气流域”和

易蔓延至其他行政区[4]。政府意识到了大气污染需要协同治理。2014年以来，闽赣黔三省陆续出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施方案，

明确指出要“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扭转区域污染连片化的态势，推动空气质量整体提升”。该政策主要提出了两点

要求：一是实现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显著降低，二是升级产业水平，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

高水平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政策是否能推动企业研发技术、引进设备，实现“清洁生产”和优

化“末端治理”，进而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该政策能否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首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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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试验区作为研究案例开展评估。 

1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等领域。在评价方法上，一些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以及基于松弛变量测度(slack-based measure，SBM)对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进行测算，避免了指标赋

权导致的主观偏差[5]。这些研究大多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视为“黑箱”，无法准确识别出各阶段绩效。在评价指标体系上，多数

学者侧重于制度、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6,7,8]。其中：生态制度主张通过法律来严格惩治破坏环境行为，健全环境保护和生态

安全管理制度；生态经济主张在维护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社会倡导绿色的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保障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兼顾经济高质

量和生态高颜值协调并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之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的影响，就是通过其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两方面的作用得以实现。目前学者们对联防联控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两个方面。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环境效应。部分学者发现协同治理能抑制大气污染物排放，对改善区域环境有积极作用。其中，

Wang 等[9]、杨斯悦等[10]、Biddle & Koontz[11]、毛显强和张庆勇[12]针对不同的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政策对主要空气污染物均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赵志华和吴建南[13]利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 2010—2015年中国 275 个地级市大

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效果，发现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降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有积极作用。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联防联控政策是以

牺牲短期内的经济利益来保障“蓝天”的实现，长期而言，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地区空气质量
[14,15,16]

。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经济效应。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不仅会影响经济主体(如企业)的排污行为，而且会通过影响经济

主体(如企业)的生产经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关于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分为“成本提高说”和“波特假说”两类

观点。“成本提高说”认为环境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不会起到促进作用。在 Siegel[17]、Löfgren

等[18]的研究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生产水平及效益产生显著影响。然而，“波特假说”认为环境政策通过激励企业的创新行

为和生产效率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胡宗义和杨振寰[19]发现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控制污染，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拉

动城市经济发展。 

从已有文献来看，大多学者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环境效应侧重于分析污染物减排

效果和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经济效应侧重于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化和城市经济增长变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相关理论与实

证研究不断完善，但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首先，学术界对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综合效应研究较少，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

能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赢”，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次，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强调从源头

上开展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20]。鲜有文献从宏观角度上考虑到环境政

策对污染物产生量的影响，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能否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量尚无定论。 

鉴于此，本文从污染物产生量既是经济发展的“产出”，也是环境治理的“投入”这一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以污染物产生

量为中间变量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估计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对试验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关

联模型，运用网络 SBM模型测算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避免了指标加权法的主观偏差和传统 DEA的“黑箱”。其次，在研究内

容上，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分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效果，拓宽了该政策的研

究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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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影响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福建省、江西省、贵州省作为首批纳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省份，肩负探索绿色发展路径、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责任。

科学评价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对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可以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积累重要经验，为环境与经

济双赢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打造“美丽中国”助力添彩。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 3个自治州，本文选

取福建省、江西省、贵州省的 2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另外，考虑到闽赣黔三省分别在 2017年、2014年、2014 年开展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专项活动，本文选取 2012—2018年的数据，有利于进行政策实施前后的比较。 

2.2 模型构建 

2.2.1 双重差分模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比对受到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和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对照组，从而评估政策实施

的“净效应”。比如，Yang 等[21]、Gehritz[22]、杨斯悦等[10]、毛显强和张庆勇[12]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内外环境政策的影响。

因此，为了有效评价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本文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将我国首批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地级市分为两组，一组是 2012—2018 年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城市(记

为实验组 1)，另一组是 2012—2018 年始终没有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城市(记为对照组 2)。对照组选取了同省的城市，

保证了与处理组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相似性，满足双重差分法要求的平行趋势，构建的双重差分基准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变量 city 表示是否为处理组城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试点城市为 1，非试点

城市为 0；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time 为 1说明城市在该年实施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time 为 0说明尚未进行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control 为控制变量，代表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因素；λ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φi代表城市固定效应，εit 代表随

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鉴于生态文明本质上就是在以较少的生态投入(能源消耗)满足较高的经济产出

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需求，本文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分解为经济发展绩效和环境治理绩效两阶段，其中，城市经济发展绩效，反

映城市经济绿色化水平；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反映城市环境保护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city×time 为核心关注变量，衡量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试点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相比于非试点城市的平

均变化。若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有效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有效。 

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基于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STIRPAT，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本文从人口密度(pop)、人均国民收入(pgdp)、

技术水平(tech)、产业结构(2ind)、对外开放程度(investment)五个层面选取影响因素。其中：人均国民收入采用人均 GDP进行

衡量；技术水平基于研发强度这一角度，采用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进行衡量[23]；产业结构：考虑到环境污染物主要来

自第二产业，采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24]；对外开放程度采用人均外资额度进行衡量[25]。 

2.2.2 基于 DEA-SBM 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模型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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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 作为绩效测算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在环境绩效评价、生态绩效评价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 DEA 模型，网络 SBM模

型一方面能打开“黑箱”，评价决策单元整体绩效及其子系统绩效，了解被评价系统内部运作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处

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以及变量松弛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 Tone
[26]
提出的网络 SBM 模型测算整体绩效(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及其

子系统绩效(经济发展绩效、环境治理绩效)，具体见模型(2)。 

 

式中：假定系统有 n 个决策单元 DMUj(j=1,…,n)，包含 k 个阶段(k=1,…,K)，mk和 vk表示第 k 个阶段的投入与产出数量，

φ(k,h)表示阶段 k 到阶段 h的中间指标的个数；xk表示 k阶段的投入，ydk表示 k阶段的期望产出，yuk表示 k阶段的非期望产出，

z(k,h)代表阶段 k 到阶段 h 的连接，即中间产出；λk表示 k 阶段的模型权重，sdk和 suk分别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

量；wk表示第 k阶段的权重，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需要协同并进，因此，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相同，即w1=w2。 

在经济发展子系统中，参考国内大多学者的研究，选取能源消耗、劳动力、资本作为投入，GDP作为产出。另外，城市经济

发展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污染物，考虑工业污染是环境污染最重要的来源，同时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

工业烟粉尘产生量为中间变量。在环境治理子系统中，将节能环保支出纳入指标体系中，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

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研究采集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13—201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环境公报等(表 1)。 

表 1基于 DEA-SBM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济发展子系统 投入指标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总量 

劳动力 年末从业人员数 

资本 固定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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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经济产出 GDP 

中间变量 污染物产生量工业烟粉尘产生量 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 

环境治理子系统 

投入指标 资本 节能环保支出 

产出指标 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3 基于 DEA-SBM 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平均效应 

3.1.1 联防联控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影响 

无论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表 2 第(1)列]，还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表 2 第(2)列]，双重差分的核心解释变

量 DID 的系数虽都为正值，但显著性检验均不通过。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将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视为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引擎，然而数据结果表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

实施未能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有必要打开“黑箱”，进一步分析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哪一方面没有产

生显著影响造成总体结果的不显著。 

表 2模型(1)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 经济发展绩效 环境治理绩效 

(1) (2) (3) (4) 

DID 0.0358(0.0339) 0.0385(0.0353) 0.1562(0.0245) 0.0969**(0.0550) 

pop  0.0322(0.1347) 0.0907(0.0935) 0.0235(0.2119) 

pgdp  0.0702**(0.0578) 0.0910***(0.0401) 0.0932(0.0908) 

2ind  -0.0174**(0.1476) 0.1237(0.1024) -0.0080***(0.2321) 

tech  0.0163
***
(0.0243) 0.0052

***
(0.0169) 0.0200

***
(0.0382) 

investment  0.0408
*
(0.0233) 0.0091

**
(0.0161) 0.0356

**
(0.036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6347 0.6539 0.6179 0.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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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 3、表 4、表6、表 7同。 

3.1.2 联防联控政策对经济发展绩效、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经济发展绩效、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模型(1)进行样本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3)、

(4)列。第(3)列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但这一结果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虽然致力于打破行政区划协同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但在短时间内无法明显推动城市经济发

展，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第(4)列结果表明在消除诸多控制变量的干扰后，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会导致城市环境治

理绩效平均提升 9.69%，同时，控制变量中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产业占总 GDP的比重与环境治理绩

效呈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主要包含传统高耗能产业，其资源利用率低的生产方式导致污染物排放多；技术水平与环

境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污染物处理技术的创新，减少污染排放量，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对外

开放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正相关水平，可能是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环境友好型的技术，提升污染的治理绩效。回归结果说

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可以释放“绿色驱动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切实让广大群众享受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整治行动带来

的环境红利。 

实证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对经济发展无显著促进作用导致了

整体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不显著。 

3.2 动态效应 

考虑到政策的效果往往受到时间的影响
[27]
，为进一步检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及经济发展绩效、环

境治理绩效的动态影响，本文借鉴付明卫等[28]的研究思路，在基准模型(1)上加入时间虚拟变量(yeari)与处理组变量(city)的交

互项(DIDi)进行面板估计。其中，yeari表示政策实施的第 i年，yeari为 1说明该年是试点城市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第

1年，其余年份为 0，其余变量均与基准模型(1)相同。这样，DID1、DID2、DID3、DID4、DID5分别表示在政策实施的第 1年、第 2

年、第 3年、第 4年、第 5年对绩效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性。对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政策实施的第 1～3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DID1、DID2、DID3)均不显著。在政策实施的第 4 年，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才显著并逐渐增强。从子阶段层面来说，对

经济发展绩效而言，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的前 3 年，经济发展绩效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随后的第 4 年和第 5 年，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绩效。对环境治理绩效而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的第 3年起，政策开始发挥作

用，环境治理绩效显著提升，从边际效应大小来看，DID3、DID4、DID5 系数的绝对值持续增加，边际效应递增，环境治理水平逐

年增强。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滞后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长远而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

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的执行也明显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

平发展。并且，政策的“提升”效果随着执行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3.3 异质性分析 

表 3政策效果的动态效应 

变量 总阶段绩效 子阶段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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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 经济发展绩效 环境治理绩效 

DID1 -0.0095(0.0384) 0.0023(0.0303) 0.0165(0.0630) 

DID2 0.0115(0.0429) 0.0138(0.0339) 0.0667(0.7059) 

DID3 0.1133(0.0530) 0.0183(0.0418) 0.2253**(0.0870) 

DID4 0.2619***(0.0583) 0.0785*(0.0460) 0.3816**(0.0957) 

DID5 0.3564***(0.0582) 0.1352***(0.0459) 0.5414***(0.09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2
 0.7515 0.6448 0.7997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显著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但对经济发展绩效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为识别造成这一现

象的具体原因，就需要进一步从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产出物来分析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污染源。因此，将 GDP、工业二氧化硫

产生量、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作为因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具体的模型如下： 

 

式中：Q 为经济发展的产出指标和环境治理的产出指标，具体而言，经济发展的产出指标选取 GDP、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

(Pso2)、工业烟(粉)尘产生量(Psmog)，环境治理的产出指标选取业二氧化硫排放量(E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Esmog)。核心解

释变量系数表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对产出指标(Q)的影响，其余变量均与基准模型(1)设定相同。 

从表 4的实证结果可知，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及个体、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 GDP的效果不显著。

从污染物的产生量来看，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工业二氧化硫的产生量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降低工业烟粉尘的产生量，平均减少

了44.54%。从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看，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后试点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减少，平均降低了16.49%，

工业烟(粉)尘的排放量虽然减少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可以得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效降低了工业烟

粉尘产生量，但对 GDP和二氧化硫产生量的影响不显著是导致经济发展绩效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并且，试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

提升主要由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影响显著差异。当城市面对多种污染物时，往往存在

博弈的行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试点城市涉及工业烟粉尘企业优先选择“清洁生产”，通过技术因素降低工业烟粉尘的

产生量，如试点城市的钢铁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平均吨钢综合能耗，从源头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而试点

城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虽然显著减少但其产生量无显著变化，表明了工业二氧化硫的相关企业优先选择“末端治理”，通过提

高除硫率来完成减排任务。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地区市统计年鉴等资料和相关文献发现工

业二氧化硫大多来自普通类型的工业企业，数量多且变化大。相比而言，工业烟(粉)尘主要来自钢铁、建材等大企业，在研发技

术所需的雄厚资金和科研人才方面更具优势[13]。另外，钢铁、建材行业生产流程长且环节多，工业烟粉尘排放渠道多。而二氧化

硫主要来自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其工业排放源集中在企业内各种燃烧设备[29]。再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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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业二氧化硫减排设为目标，未涉及工业烟(粉)尘减排，二氧化硫排放监测体系更为完善，政府在执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

时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监测工作更为熟悉[30]。任务的难度是影响博弈行为的重要因素[31]，因此，面对执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

策时，工业烟(粉)尘相关的企业往往优先选择通过新技术等方式优化生产过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减少污染物产生量，而工业

二氧化硫相关企业往往优先选择购买除硫设备等方式进行污染末端治理。 

表 4 DID模型(3)的回归结果 

变量 GDP PSO2 Psmog ESO2 Esmog 

DID 0.0815(0.0151) 0.1008(0.1267) -0.4454**(0.2131) -0.1649**(0.0870) -0.0518(0.12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953 0.8748 0.7482 0.9288 0.8711 

 

4 稳健性检验 

4.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常用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方法，绘制了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年度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均值、年度经济发

展绩效均值和年度环境治理绩效均值的走势。由图 1～图 3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前两组城市的绩效均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平行

趋势假设成立。 

4.2 倾向匹配得分后的双重差分法(PSM-DID) 

 

图 1实验组和对照组经济发展绩效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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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 0代表政策实施当年，-1代表政策实施的前一年，1代表政策实施的后一年，以此类推。图 2、图 3同。 

 

图 2实验组和对照组环境治理绩效时间趋势 

 

图 3实验组和对照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时间趋势 

考虑到不同城市的个体特征不能完全趋于一致，为尽可能消除“选择性偏差”的影响，采用 PSM 和 DID 相结合的方法，进

一步加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可比性，使得回归结果更加准确。表 5表明了匹配后的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证实了匹配后样本的

有效性。表 6 显示了对匹配后的新样本进行回归后的结果。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影响存在

明显差异，其对经济发展无显著促进作用导致了整体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不显著，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因此，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得到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3 反事实检验 

表 5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均值 偏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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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对照组 

pop 

6.0198 5.7358 52.4 0.003 

5.9539 6.0234 12.8 0.548 

pgdp 

10.7710 10.6660 18.4 0.004 

10.7320 10.7470 2.6 0.906 

2ind 

-0.8302 -0.7087 70.6 0.000 

-0.8280 -0.8195 4.9 0.840 

tech 

-0.4166 -4.3699 35.7 0.034 

-4.1970 -4.2564 10.4 0.658 

investment 

4.6378 4.7598 10.9 0.000 

4.7048 4.6563 4.3 0.642 

 

表 6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总阶段绩效 子阶段绩效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 经济发展绩效 环境治理绩效 

DID 0.0387(0.0353) 0.1562(0.0245) 0.0971***(0.05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6539 0.6179 0.6166 

 

为排除其他政策因素的干扰，使用反事实检验法将政策实施的时间提前两年或滞后两年，其余变量不变进行估计。结果表明

当政策的实施时间提前两年，DI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环境治理方面并没有得到与真实效应相同的显著正效应；当政策的实施时

间滞后两年，DID 估计系数显著。由前文的动态性检验可知，政策的效果存在时滞性，延后政策的实施时间使得政策效应凸显，

试点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经济发展绩效和环境治理绩效均显著提升。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上文回归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双重差分法的思路，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造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2—2018 年首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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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试验区的 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运用网络 SBM 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

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经济发展绩效和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并运用了

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反事实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表明：(1)从平均效应来看，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在于联防联控政策虽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

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从动态效应来看，政策存在时滞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

推移，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赢”。(3)从污染物异质

性来看，在源头生产阶段，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的产量；在末端治理阶段，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

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5.2 政策建议 

(1)加快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有效落实。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从长远来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提升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的

有机统一，为其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第一，政府应宜早制定、落实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以削减大气污染物排

放为手段，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深化区域内环保、住建、气象等多部门协同合作，

加强区域大气环境联合执法监管，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第二，政府要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效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不

断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相应制度，确保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政策的长期有效实施。 

(2)制定不同污染物的针对性减排方案。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面对政府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工业烟(粉)尘相关的企业往往优先选择优化生产过程来

减少污染物产生量，而工业二氧化硫相关企业往往优先选择污染末端治理来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因此，政府要强化对工业烟(粉)

尘相关企业末端排放的监测，加强对工业二氧化硫相关企业污染源头的控制，推动企业逐步形成“源头清洁生产—末端污染治

理”的治理体系，实现地区污染减排，增强人民蓝天幸福感。第一，强化工业烟(粉)尘相关企业末端排放的监测。政府可实地访

查，摸清烟(粉)尘排放的工序及重点污染源点，一方面对重点排放源开展除尘系统改造升级，提高除尘效率，保证这些点位的排

放达标。另一方面强化重点排放源的监测系统，保障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遏止企业想在监测点位设置上鱼目混珠的可

能，着力解决排放监测设备良莠不齐、运行不规范等问题。第二，加强工业二氧化硫相关企业污染源头的控制。一方面政府可通

过各种激励措施促进企业研发能源高效率技术使燃料充分燃烧，减少能源消耗量，如对煤炭利用率高的企业给予金融和税收等

方面的优惠，并通过建立示范项目推广研发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价格杠杆控制含硫煤炭的使用，综合利用政策、法

律和经济的多重手段降低含硫煤炭的使用，同时加大对风电、光伏、地热能等各种清洁能源的技术研发。 

表 7政策时点提前两点或滞后两年的回归结果 

变量 

提前两年 滞后两年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 经济发展绩效 环境治理绩效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 经济发展绩效 环境治理绩效 

DID 
0.0085 

(0.0462) 

-0.0286 

(0.0319) 

0.0469 

(0.0731) 

0.2376*** 

(0.0382) 

0.0695** 

(0.0292) 

0.3492*** 

(0.06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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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511 0.6189 0.6090 0.7249 0.6313 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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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实验组城市：福州、莆田、宁德、厦门、漳州、泉州、南昌、九江、宜春、贵阳、遵义、毕节、安顺。 

2对照组城市：三明、龙岩、南平、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上饶、吉安、抚州、六盘水、铜仁。 


